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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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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谦逊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注意。从认知过程的角度，构建反思性认知行为

的调节作用以探讨谦逊型领导影响建言行为的边界条件。采用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了一个以建设性变革义务感为中介变量

的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能够揭示谦逊型领导影响建言行为的内在机制。通过 237 份员工及其直属领导的配对数

据，对假设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谦逊型领导与建言行为呈正相关关系，然而，这种正向关系会受到员工反思性认知行为

的调节作用。对具有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员工，谦逊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积极作用会消失。建设性变革义务感能在谦逊型领

导与建言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并且这种中介作用会随着员工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增加而减弱。对研究结果在谦逊型领导

和建言行为研究中的意义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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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出现了大量的新

产品、新行业和新产业，这对我国企业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1]。由

于员工的建议和想法对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

用 [2,3]，所以，为了顺利地转变企业原有的运行模式，

完成企业改革，企业亟需员工积极主动地指出现有

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现状的建议。现有的

研究表明，员工这种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指出与工作

相关问题的建言行为(voice behavior)[4]，对提升员工

创造力、团队绩效、创新可能性和组织绩效具有积极

作用[5-8]。因此，如何鼓励员工进行建言行为成为学

术研究人员和管理实践者关注的热点问题[9-10]。

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领导具有分配企业关键

性资源的能力，所以他们的领导风格对员工的行为

选择和建言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11-12]。所以，采用哪

种领导风格可以促进员工建言行为受到了国内外诸

多学者的关注 [5,13-15]。我国的员工长期受到“上尊下

卑”观念的熏陶，他们不敢进行建言等挑战权威的活

动 [16]，所以，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领导风格对下属

行为的影响会更加显著也更有意义。为了激发员工

敢于建言的意愿，以往的研究指出领导应该采用谦

逊型领导(humble leadership)等“自下而上”的领导

方式[17]。这是因为，谦逊型领导能够放低身段，做到

与下属共同进步 [18]。但是，谦逊型领导总能促进员

工的建言行为吗？谦逊型领导的积极作用会受到什

么因素的制约？这是本研究关注的首要问题。

现有研究分别从个人特质、领导和文化因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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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19-22]。例如：张军成的研究

表明主动型人格低的个体在面对领导风格等情境

时，他们改善周围环境并为自身创造有利处境的能

力较弱，因此，对于主动型人格低的员工来说，谦逊

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积极作用会减弱[19]。建言行为

的挑战性特征会使员工被领导视为作威作福、不忠

诚或者多余的干扰，使员工面临一定的个人风险[23]。

所以，即使员工有帮助组织实现目标的意愿，在进行

建言决策之前也会经历很多认知过程[24]。虽然个体

的认知过程有很多种类型 [25]，但只有反思性认知行

为(rumination，简称反思)这种认知过程能够反映出

员工对建言行为正负面结果的权衡情况。具体来

说，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含义是个体对某个事件或行

为负面结果的持续关注度[26]。然而现有研究却鲜有

从认知过程的角度探索谦逊型领导影响建言行为的

边界条件。

为此，本研究拟引入反思性认知行为这种认知

过程，探索其在谦逊型领导和建言行为之间的调节

作用，这可以帮助揭示谦逊型领导积极作用的边界

条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谦逊型领导影响建言行

为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这种内在机制随着员工认

知过程的变化会产生怎样的变化？由于建言行为

是一种有利于组织发展的角色外行为 [27]，所以现有

的研究往往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出发揭示建言行

为产生的机制 [28]。此外，在领导行为影响建言行为

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也从社会交换理论角度提出

了领导成员交换、感知组织支持和信任等多个中介

变量 [20,29-30]。例如，Wong 和 Cummings的研究表明真

实型领导行为可以通过提升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度增

加员工的建言行为[31]。

然而，现有研究在利用社会交换理论挖掘领导

行为影响建言行为的作用路径时却忽略了“义务

（obligation）这一重要的部分。根据 Blau 对社会交

换理论的界定，社会交换理论与经济交换等其他交

换形式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社会交换会让交换

双方产生个人义务感[32]。鉴于义务感在社会交换理

论中的重要性以及以往研究对这一交换特征的忽

视，同时考虑到本研究关注的是建言行为这种能够

为组织发展带来建设性改变的行为 [27]，所以本研究

会将建设性变革义务感作为中介变量，探索谦逊型

领导影响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

建设性变革义务感是一种员工有义务为组织带

来有益变革的信念 [33]，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员工愿

意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建议和想法[34]。然而，Chiaburu

等人提出在产生了建言的意愿后，员工会仔细思考

建言行为的利弊，这会使其经历很多的认知过

程 [24]。所以，本研究认为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在谦逊

型领导和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样会受到反思

性认知行为这种认知过程的调节。所以，本研究基

于社会交换理论提出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在谦逊型领

导和建言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并且这种中介作

用受到反思性认知行为的调节，这可以丰富谦逊型

领导影响建言行为的理论视角。

1 相关研究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谦逊型领导与建言行为

建言行为被定义为一种能够促进组织运营发

展的沟通行为 [27]。从建言行为的内容角度，建言可

以被分为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 [34]。促进性建

言主要关注那些能够提升组织绩效的工作实践或

流程 [4]，相对应地，抑制性建言表达的主要是现有

工作中存在的影响工作绩效或组织利益的生产实

践 [4]。虽然 2 种类型的建言行为关注了生产实践的

不同方面，但是这 2 种建言行为的表达都意味着员

工想要改变组织中现有的工作环境或制度，而这些

工作制度往往是由组织的管理者建立的，所以 2 种

行为会被视为挑战权威的行为，使员工面临一定的

个人风险[34]。

除了挑战性的特征以外，建言行为也被看作成

一种有益于组织发展的角色外行为，亦即在常规的

绩效评价中不包含的工作内容[35]。基于建言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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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征，许多研究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探索其

前因变量[28]。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一种关系的维系需

要依赖于双方的交换规则 [32]，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交

换规则是互惠 [36]。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互惠规

范，当员工体验到积极的工作环境时，会愿意为组织

的发展付出更多的精力，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建言行

为 [37]。这一研究视角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例如，Zhang 等人的研究表明当员工体验到组织公

平感时，更愿意表达出有益于组织发展的意见[38]。

在工作环境中，员工向上建言的对象通常是掌

握着奖惩权利的上级领导 [11]，所以员工会思考领导

对建言的态度和想法 [39]。比如：员工会思考自己的

建议会涉及对现有工作程序的批判，由于这些工作

程序对领导很重要，所以自己的建议会让领导感到

怨恨 [11]。总而言之，领导是否愿意倾听下属的建议

和想法是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重要因素。在众多的

领导行为中，具有愿意接纳他人意见特征的是谦逊

型领导行为[18]。所以本研究会关注谦逊型领导对建

言行为的影响，并提出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

谦逊起初来源于拉丁文Humus和Humi，其本意

为在地上和土地 [18]，该词的寓意是谦逊者具有踏踏

实实的做事风格，并且能够客观真实地审视自己和

他人。谦逊最初被视为一种美德，被广泛运用于积

极心理学的研究中 [40]。随着研究的深入，谦逊才逐

渐与领导的特质联系起来，并由 Owens 和 Hekman

首次提出谦逊型领导的概念，并将这种领导风格的

特点概括为：“客观地看待自己”，“欣赏员工的长

处”和“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反馈”[18]。随着近

年来因为领导的妄自尊大所造成的决策失误的增

多 [41]，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开始关

注并呼吁谦逊型的领导方式[42]。

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谦逊型领导通常具有正面

的影响效果。例如：谦逊型领导可以帮助提高员工

的工作效率[43]，因为，谦逊型领导能够客观地看待人

和物，他们可以合理地将工作任务分配给合适的员

工；谦逊型领导还可以增加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44]，

谦逊型领导能够欣赏员工的优点和贡献，使得员工

感觉自己受到重视，从而激励其更努力地工作；最

后，谦逊型领导愿意倾听员工意见的特点，增强了员

工参与决策的权利，使员工感受到了更高的工作自

主性，有利于提升员工创造力[45]。

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本研究认为谦逊型领导

与建言行为呈正相关关系。首先，谦逊型领导乐于

接受新知识和新想法，对他人的意见能够保持开放

和包容的态度，这会降低员工进行建言的风险，营造

安全的氛围，这有利于员工向领导表达自己对当前

组织发展的意见 [46]。其次，谦逊型领导能够经常赞

美员工的长处，重视他们的贡献[18]，这会让员工对自

己的想法和建议产生信心，这有利于其建议和意见

的表达 [21]。再次，谦逊型领导能够承认自身能力的

不足，他们愿意放下身段[18]，这能够缩小领导与下属

之间的权利距离，减轻员工对领导权威的畏惧感，有

利于促进建言行为[20]。

最后，社会交换理论也能够说明谦逊型领导对

建言行为的正向影响。谦逊型领导能够客观地评估

员工的才能以及完成工作任务需要的条件，所以这

种类型的领导可以保持分配的合理性 [18]，增强员工

的公平感 [47]。此外，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员工和重视

员工的贡献等特点，也表明谦逊型领导能够提升员

工的公平感 [47]。体验到组织公平感的员工，会受社

会交换理论中互惠规范的驱动表现出强烈的回报

组织的义务感，他们愿意为组织的发展付出更多的

努力，就组织发展和存在的问题能够提出更多的建

议[32,38]。除了组织公平感以外，谦逊型领导还可以通

过其他形式增加员工对周围工作环境的积极评价，

提升建言行为。谦逊型领导能够主动放低自己，与

员工共同学习进步，为员工的职业发展创造空间[18]；

欣赏员工优点的特征可以满足员工自我实现的需求[44]；

虚心接受员工的反馈和批评，让员工参与组织决策，

使员工具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性 [45]，这些都是积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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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态度的来源[44,48-49]。在积极的工作状态下，员工会

通过建言行为来回报组织 [32]。因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H1：谦逊型领导与建言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1.2 反思性认知行为的调节作用

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可以构建谦逊型领导与

建言行为之间的正向作用，然而，这个角度仅关注到

了建言行为的亲社会特征，忽视了其挑战现状的特

征 [32]。根据建言行为的相关理论，员工从愿意为组

织的发展付出努力到最终做出建言行为之间，也会

经历很多的认知过程 [24]。如前文所述，建言行为是

一种能够给员工带来个人风险的行为[34]。如果员工

在认知过程中，仅关注建言行为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那么即使员工有进行建言的意向，他们可能也会保

持沉默。由于反思性认知行为这个认知过程能够体

现出个体对于负面事件结果的关注程度 [50]，所以本

研究认为反思性认知行为会在谦逊型领导和建言行

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谦逊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积

极作用是有边界条件的。

在反思性认知行为研究的早期阶段，反思性认

知行为被当作一种应对风格，是指个体反复地思考

负面事件中的症状，发生症状的原因以及事件的后

果[26]。具有反思性认知行为的个体往往关注负面事

件中的情绪本身，而非积极地解决问题，所以这种应

对方式被看作为一种适应不良的表现，与个体的抑

郁情绪正相关[26]。但是这个定义与担忧(worry)和反

省(reflection)有不同程度的重合[51]，所以学者们又从

不同的角度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例如：Conway

等人将反思性认知行为定义为反复地思考悲伤的情

绪和与悲伤有关的情境[52]；Alloy等人认为反思性认

知行为发生在压力事件之后，仅关注与压力源有关

的内容 [53]；Garnefski 等人将反思性认知行为作为一

种认知情绪调节方式(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是指个体思考与负面事件相关的感受和想法[50]。由

于建言行为给员工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是多种多样

的，比如：建言这种挑战权威的行为会使员工在领导

的心目中留下不良的印象，影响其未来的晋升[54]；在

我国以和为贵的文化背景下，建言行为会打破组织

中的和谐状态，建言的员工将不得不面临人际冲突

的后果 [55]，所以本研究选用了 Garnefski 等人对反思

性认知行为的定义[50]。

如前文所述，谦逊型领导可以激发员工进行建

言的意愿，然而员工在进行实际的行为选择时，会经

历一系列的认知过程。具有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员工

在产生建言的意愿后，可能会反复地思考与建言行

为相关的负面结果以及建言行为会为其带来的消极

情绪状态。所以他们在萌发了想要建言的倾向后，

会持续地关注建言为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会让

他们保留自己的建议。事实上，以往的相关研究也

能够为本研究的理论推断提供一些支持。例如：具

有和谐信仰的员工，即使有建言的机会，他们也不会

说出对组织有价值的建议[55]。这是因为具有和谐信

仰的员工会关注建言行为能打破团队和谐这一负面

结果，从而导致建言意愿和建言行为之间的正向关

系减弱。因此，由谦逊型领导所激发的建言意愿可

能无法导致最终的建言行为，或者谦逊型领导对建

言行为的积极作用会减弱；相对应地，反思性认知行

为较少的员工不会过度的关注建言行为的负面结

果，所以一旦产生了建言意愿，员工就会产生更多的

建言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反思性认知行为会减弱谦逊型领导与建言

行为之间正向关系。

1.3 建设性变革义务感的中介作用

谦逊型领导能够帮助员工营造积极的工作环

境 [18]。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当员工处于积极的工作

环境时，会产生回报组织的义务感，从而促进建言行

为 [32]。所以，本研究所假设的谦逊型领导与建言行

为的正向关系是通过回报组织的义务感构建的。为

了增强研究假设的理论基础，本研究引入建设性变

革义务感作为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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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变革义务感的定义是个人有义务带来

建设性改变的信念 [33]。这一构念最早来自于工作

特点理论中感知责任感这一构念，反映的是个体对

自己所做工作的负责任程度 [56]。在组织的情境下，

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可以影响员工对改善组织工作

流程、研究新程序或者纠正组织中存在问题的承诺

水平 [33]。具体来说，建设性变革义务感高的员工更

倾向于将建言作为关心组织的一种方式，从而表现

出更多的建言行为。对这些员工来说建言行为是

一种回报组织支持，与组织保持交换方式的途径。

所以，组织建设性变革义务可以增加建言行为，并

且这种正向关系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34]。例

如：Liang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建设性变革义务感与

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均具有正相关关系[34]。

另一方面，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互惠规范，交

换双方中的一方在得到了另一方的帮助或支持后，

会产生回报的义务和责任感[36]。而在员工与组织之

间的交换关系中，员工如果能够体验到组织关心自

己的福利和重视自己的贡献等积极的工作状态，员

工就会产生关心组织发展的义务和责任感，在这种

义务感的驱动下员工会进行更多的角色外行为 [57]。

在本研究中，谦逊型领导能够客观地看待事物，合理

地分配组织资源，给予员工公平的晋升机会[18]，这会

让员工产生组织公平感，受社会交换理论中互惠规

范的制约，会产生帮助组织实现目标的义务感。另

一方面，谦逊型领导能够做到与员工共同成长，也就

是他们能够支持和帮助员工获得职业成长 [18]，在员

工获得职业成长后，他们想要建设组织的义务感也

会越强烈 [58]。综上所述，谦逊型领导能够促使员工

产生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在这种义务感的驱使下，员

工会表现出更多的有益于组织发展的建言行为。因

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可以中介谦逊型领导和

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假设员工的反思性认知行为可以调节谦

逊型领导和建言行为的关系，建设性变革义务感的

中介作用是否也会随着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变化而变

化呢？领导的谦逊行为可以增强员工的建设性变革

义务感，受到建设性变革义务感的驱动员工会有建

言的倾向，同时也会促使他们围绕着建言行为产生

一系列的认知活动。对具有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员工

来说，在认知活动中更会关注建言行为给他们带来

的职业发展障碍和人际冲突等负面后果。因此，即

使他们有帮助组织进行建设性变革的义务感，他们

可能也不会选择进行建言行为，建设性变革义务感

的中介作用会被员工的反思性认知行为减弱。相对

应地，反思性认知行为少的员工，在拥有进行建言的

义务感时，则不会更多地关注建言行为给自己带来

的负面后果，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在谦逊型领导和建

言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不会受到影响。因此，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H4：反思性认知行为会调节建设性变革义务感

在谦逊型领导与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员工反

思性认知行为更高时，建设性变革义务感的中介作

用越弱。

结合假设 H1~假设 H4，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第

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为了验证谦逊

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将建设性变革义

务感作为中介变量，并将反思性认知行为作为调节

变量。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主要来自于金融、教育、制造、

计算机、建筑和行政单位等行业的 12家企业的领导

和员工。发放问卷的过程为，本研究团队会首先联

系好相应的企业，并与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主管深

入沟通发放问卷的过程，同时，人力资源部门会向本

研究团队提供一份能够填写问卷的员工及其直属领

导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本研究团队会准备好

133个问卷袋，袋中包含了 3份员工自评问卷和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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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评问卷，其中谦逊型领导、反思性认知行为和建设

性变革义务感由员工填写，员工的建言行为由领导

填写。对每套问卷，本研究团队会根据人力资源部

门提供的名单进行如下处理：首先，本研究团队会在

每份员工自评问卷的右上方进行编码，且每位员工

有唯一指定的编码；然后，本研究团队会将员工的姓

名填写在他评问卷上，并将该员工的编码填写在员

工姓名的上方；最后，本研究团队将他评问卷以及与

他评问卷相匹配的员工自评问卷放在同一个问卷袋

中，并在问卷袋上填写直属领导的姓名。随后本研

究团队会将问卷袋转交给人力资源部门主管，由他

们负责将问卷袋中的他评问卷发放给指定的领导，

同时将自评问卷发放给指定的员工。问卷回收后，

他们会将问卷密封处理，并移交回本研究团队手中。

本次调查共发放 133 套领导—员工配对问卷，

其中员工调查问卷 399 份，领导调查问卷 133 份，每

位领导评价 3 名员工的建言行为。最终总共回收

101 份领导填写的问卷和 303 份员工填写的问卷，

问卷的总回收率为 75.9%。剔除无法配对，填答不

完整的问卷，最终有效的领导—员工配对问卷为

237 套，问卷有效率为 78.2%。在配对后有效的样本

中，男性员工所占比例为 54%，女性员工所占比例为

46%；被调查员工的平均年龄为 30.806（SD=5.569）；

在教育程度方面，75.9%的员工具有大学本科学历，

15.6%的员工具有硕士及以上的学历，8.0%的员工具

有大专及以下的学历；员工的总工作年限为7.741年

（SD=5.611）；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也就是员工在被

调查企业里的工作年限为 5.163年（SD=4.696）；在工

作职位方面，64.1%的被调查员工不具有管理职位，

35.9%具有管理职位。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均是发展成熟的英文量表，

为了确保翻译后的量表能够准确地表达原始概念，

本研究采用直译—回译的方法 [59]。具体过程是，一

位双语教授首先将原始量表翻译为中文；然后，另一

位教授和 2位博士生（均是双语的）将中文量表回译

成英文；最后，他们将回译的英文量表和原始量表进

行对比，共同讨论并修改有差异的地方，直到达成一

致。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本研究中的量表均采用李

克特五点计分的方式，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

“5”代表“非常同意”。研究量表的 Cronbach's α信

度系数如表1所示，均具有良好的信度。

（1）谦逊型领导分量表。谦逊型领导的测量采

用 Owens 等人开发的 9 题项量表 [43]。包括“上司能

积极寻求反馈，即使反馈是批评性的”和“当别人的

知识更多或技能更强时，上司会承认这一点”等 3个

测量自我察觉题项；“上司赞赏他人所做的贡献”和

“上司赞赏他人所做的贡献”等 3 个欣赏他人题

项；以及“上司乐于向他人学习”和“上司乐于倾听

他人的想法”等 3 个开门纳谏题项。由于本研究

仅关注谦逊型领导整体构念，本研究进行了二阶验

证性因子分析以确保谦逊型领导测量的效度。具

体来说，本研究将 9 个题项分别负载在了各自的一

阶因子上，然后将 3 个一阶因子同时负载在了一个

谦逊型领导 建言行为

建设性变革义务感 反思性认知行为

H3 H4

H1

H2

图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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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因子上。验证性因子的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χ2=57.965，df=24，TLI=0.966，CFI=0.977，RMSEA=

0.077），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谦逊型领导将被当

作一个整体构念进行分析。在本研究中，谦逊型领

导量表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929。

（2） 建言行为分量表。建言行为的测量采用

Liang等人开发的10题项量表[34]。包括“即使会损害

与他人的关系，他/她也敢于指出组织中出现的问

题”和“即使有不同意见，他/她也会如实说出那些可

能会给组织带来巨大损失的问题”等 5 个测量抑制

性建言的题项；以及“他/她会主动思考组织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他/她会积极地

提出有利于组织的新项目”等 5 个测量促进性建言

的题项。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建言行为的整体构

念，应该采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确保建言测量的

效度，但是建言行为只有 2个维度，无法进行高阶验

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对建言行为的 2个维度进行

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抑制性建言和促进性建言

的相关性很强（r=0.724，p<0.001）。这说明，抑制性

建言和促进性建言2个因子存在高阶因子的可能性，

在验证本研究各变量的区分效度时，本研究会将建

言行为的2个维度负载在一个高阶因子上，进一步说

明建言行为可以被当作一个整体构念。在本研究中，

建言行为量表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914。

（3）反思性认知行为分量表。反思性认知行为

的测量采用 Garnefski 等人所开发的量表 [50]。包括

“我经常回顾某段经历的感受”和“我会全神贯注于

某段经历的感受”等 4个题项。在本研究中，反思性

认知行为量表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49。

（4）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分量表。建设性变革义

务感的测量采用 Liang 等人所改编的量表 [34]。包括

“我有义务向组织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我有义务为

组织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以帮助其实现目标”等 5 个

题项。在本研究中，建设性变革义务感量表的Cron-

bach's α信度系数为0.906。

（5） 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表明员工的性别、

学历、职位和本单位工作年限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会

对建言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11,27]。因此，本研究将这

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如表 1 所示，年

龄、总工作年限和本单位工作年限之间的相关性系

数在 0.691~0.936之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多重共

线性，本研究仅将性别、职位、学历和本单位工作年

限纳入到了回归模型中。

（6）验证性因子分析。由于本研究中的谦逊型

变量

1. 性别

2. 年龄（年）

3. 职位

4. 学历

5. 总工作年限（年）

6. 本单位工作年限（年）

7. 谦逊型领导

8. 建言行为

9. 反思性认知行为

10.建设性变革义务感

均值

标准差

1

—

-0.137*

-0.074

0.048

-0.149*

-0.097

0.030

-0.173**

0.005

-0.126

—

—

2

—

0.230***

-0.244***

0.936***

0.701***

0.119

0.072

0.013

0.094

30.806

5.569

3

—

0.032

0.195**

0.101

0.027

0.175**

-0.106

0.175**

—

—

4

—

-0.311***

-0.256***

-0.002

0.125

0.098

0.143*

—

—

5

—

0.691***

0.111

0.055

0.034

0.114

7.741

5.611

6

—

0.025

0.023

0.046

-0.027

5.163

4.696

7

（0.929）

0.162*

0.190**

0.396***

3.669

0.947

8

（0.914）

0.149*

0.380***

3.599

0.838

9

（0.849）

0.229***

3.403

0.994

10

（0.906）

3.941

0.916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关系

注：N=237；*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括号内为量表的Cronbach's α值；性别：0-男性；1-女性；职位：0-员工；1-管理职位；学历：

1-大专及以下；2-本科；3-硕士及以上，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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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和建言行为被当作一个整体构念，因此，本研

究进行的是二阶因子分析。表 2 的二阶验证性因

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四因子模型（包括谦逊型领导，

建言行为，反思性认知行为和建设性变革义务感）

数据拟合指标最好（χ2=594.228，df=339，TLI=0.932，

CFI=0.939，RMSEA=0.056），在这个四因子模型中

谦逊型领导和建言行为是二阶因子。这说明，本

研究中的四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最后，

为了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是否存在较大

的影响，本研究将所有题项负载到同一个因子上，

并对模型拟合的情况进行了验证，这与表 2 中的

单因子模型是不同的，表 2 中的单因子模型是带有

二阶因子的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该

模型的拟合程度要劣于本研究最终的二阶四因子

模 型（χ2=2899.238，df=350，TLI=0.345，CFI=0.394，

RMSEA=0.176)，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不严重 [60]。

3 结 果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

示。从表 1 可以看出，谦逊型领导与建言行为呈正

相关关系（r=0.162，p<0.05），建设性变革义务感与建

言行为呈正相关关系（r=0.380，p<0.001）。本研究涉

及调节作用的检验，所以在进行层级回归之前，首先

构建了相关的交互项。具体做法是，将谦逊型领导、

反思性认知行为和建设性变革义务感进行中心化处

理，利用中心化后的变量构建了谦逊型领导和反思

性认知行为交互项以及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和反思性

认知行为交互项。表 3 为层级回归的结果，从该表

的模型 3 可以看出，谦逊型领导能够正向影响建言

行为（β=0.163，p<0.05），假设H1成立。

从表 3 的模型 3 可以看出反思性认知行为能够

调节谦逊型领导与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β=-0.141，

p<0.05）。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 H2，本研究以均值

加一个标准差和均值减一个标准差作为反思性认知

行为的高和低取值，利用 Preacher 等人开发的 SPSS

宏程序，检验了谦逊型领导与建言行为在高反思

性认知行为和低反思性认知行为情况下的关系，

并画出了图 2[61]。图 2 表明在高反思性认知行为的

情况下，谦逊型领导与建言行为的正向关系不显著

（B=0.0002，SE=0.077，p>0.1）；在低反思性认知行为

的情况下，谦逊型领导与建言行为呈显著地正相关

（B=0.237，SE=0.075，p<0.01），假设H2成立。

对假设 H3，从表 3 的模型 5 可知，谦逊型领导

与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呈显著地正相关（β=0.397，

p<0.001）。其次，根据模型 6的结果，在加入了中介

变量建设性变革义务感之后，谦逊型领导对建言行

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36，p>0.1），且建设性

变革义务感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β=0.319，

p<0.001）。根据 Baron 和 Kenny 对中介作用检验成

立条件的界定，建设性变革义务感的中介作用是成

立的[62]。为了直接表明谦逊型领导通过建设性变革

义务感影响建言行为的效应值，本研究采用了

Preacher 和 Hayes 的 SPSS 宏程序，该程序能够直接

输出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因变量的间接效用及

测量模型

单因子模型

二因子模型

三因子模型

四因子模型

χ2

1 465.511

1 107.082

738.950

594.228

df

345

344

342

339

TLI

0.708

0.801

0.896

0.932

CFI

0.734

0.819

0.906

0.939

RMSEA

0.117

0.097

0.070

0.056

Δχ2

-

358.429***

368.132***

144.722***

Δdf

-

1

2

3

表2 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注：四因子模型：谦逊型领导，建言行为，反思性认知行为，建设性变革义务感；三因子模型：谦逊型领导，建言行为+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反思性

认知行为；二因子模型：谦逊型领导+建言行为+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反思性认知行为；单因子模型：谦逊型领导+建言行为+建设性变革义务感+

反思性认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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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显著性[63]。将程序的抽样次数设为 2000次，程序

运行的结果表明谦逊型领导通过建设性变革义务感

影响建言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0.112（SE=0.031），偏差

校正后的95%的置信区间为[0.058，0.181]，置信区间

不包括0，间接效应是显著的，如图3所示。这说明建

设性变革义务感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H3成立。

为了验证被调节的中介作用，需要满足 2 个条

件。第一，自变量能够影响中介变量；第二，调节变

量能够调节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表 3的

模型5表明，谦逊型领导能够正向影响建设性变革义

务感（β=0.397，p<0.001）。从表中的模型 9可以看出

反思性认知行为能够调节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和建言

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利用Preacher等人开发的

SPSS宏程序[63]，画出了图 3，用于表示高反思性认知

行为（均值加一个标准差）和低反思性认知行为（均

值减一个标准差）情况下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对建言

行为的影响。简单斜率测试的结果表明，在高反思

性认知行为的情况下，谦逊型领导与建言行为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不显著（B=0.148，SE=0.081，p>0.05）；

在低反思性认知行为的情况下，谦逊型领导与建言

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0.0.389，SE=0.076，

p<0.001）。这初步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H4。

本研究采用 Edwards 和 Lambert 所提供的辅助

文件进行参数自主法 [64]，分别计算出反思性认知行

为在高（均值加上一个标准差）和低（均值减去一个

标准差）的情况下，建设性变革义务感的中介作用效

应值，并计算中介效应的差异，其计算的结果如表

4 所示。从表 4 可以看出高反思性认知行为的情况

下，谦逊型领导通过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影响建言行

为的效应值为 0.057（p>0.1），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在低反思性认知行为的情况下，谦逊型领导通过

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影响建言行为的效应值为 0.150

（p<0.05），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并且在高低两组的这

个效应值的差异为-0.093（p<0.05），达到了显著。因

此，反思性认知行为可以调节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在

谦逊型领导和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且建设

性变革义务感的中介作用随着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增

大而减弱，假设H4成立。

变量

性别

职位

学历

本单位工作年限

谦逊型领导

反思性认知行为

谦逊型领导×反思性认知行为

建设性变革义务感

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反思性认知行为

R2

调整后的R2

ΔR2

F

建言行为

模型1

-0.166*

0.156*

0.135*

0.026

0.073

0.057

-

4.591***

模型2

-0.171**

0.151*

0.134*

0.022

0.163*

0.100

0.080

0.026

5.122***

模型3

-0.165**

0.160*

0.114

0.007

0.134*

0.114

-0.141*

0.135

0.108

0.035

5.097***

建设性变革义务感

模型4

-0.122

0.163*

0.139*

-0.020

0.064

0.048

-

3.984**

模型5

-0.136*

0.153*

0.138*

-0.030

0.397***

0.221

0.204

0.157

13.131***

建言行为

模型6

-0.128*

0.102

0.090

0.031

0.036

0.319***

0.179

0.158

0.079

8.367***

模型7

-0.127*

0.114

0.081

0.025

0.080

0.314***

0.184

0.163

0.111

8.641***

模型8

-0.114

0.117

0.091

0.041

0.062

0.299***

-0.154*

0.206

0.182

0.022

8.509***

模型9

-0.115

0.118

0.092

0.040

0.013

0.060

0.293***

-0.152*

0.207

0.179

0.027

7.419***

表3 层级回归的结果

注：模型 2 的ΔR2相对于模型 1 计算的；模型 3 的ΔR2相对于模型 2 计算的；模型 5 的ΔR2相对于模型 4 计算的；模型 6 的ΔR2相对于模型 2 计算

的；模型 7 的ΔR2相对于模型1计算的；模型8的ΔR2相对于模型7计算的；模型9的ΔR2相对于模型6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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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本研究旨在探究谦逊型领导激发员工建言行为

的边界条件及影响机制，具体来说本研究从认知过

程角度探讨反思性认知行为的调节作用，并从社会

交换理论角度检验了建设性变革义务感的中介作

用。研究结果表明，谦逊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员工的反思性认知行为会抑制

二者之间的正向作用，对具有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员

工，谦逊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正向作用会被抵消；建

设性变革义务感在谦逊型领导和建言行为之间能够

起到中介作用，并且随着员工反思性认知行为倾向

的增大而减弱。本研究对丰富谦逊型领导和建言行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建
言
行
为

低谦逊型领导 高谦逊型领导

高反思性认知行为

低
反
思
性
认
知
行
为

图2 反思性认知行为在谦逊型领导和建言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图

4.6

4.4

4.2

4.0

3.8

3.6

3.4

3.2

建
言
行
为

低建设性变革义务感知 高建设性变革义务感知

低反思性认知行为高反思性认知行为

图3 反思性认知行为在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和建言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图

表4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检验结果

反思性认知行为

高反思性认知行为（均值加一个标准差）

低反思性认知行为（均值加一个标准差）

差异

点估计

0.057

0.150*

-0.093*

95%置信区间

下限

-0.003

0.080

-0.177

上限

0.120

0.232

-0.015

注:重复抽样 2000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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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关理论，帮助企业管理者有效地利用谦逊型的

领导方式提升建言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4.1 理论意义

本研究对谦逊型领导研究的贡献体现在 2个方

面。第一，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员工认知过程

的角度揭示了谦逊型领导在提升员工建言行为中的

边界条件。谦逊型领导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领导

方式，其客观地看待自己和他人、欣赏他人优点和开

门纳谏的特点使得该领导方式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

的工作动机 [43-44,63]。本研究以建言行为作为结果变

量，结果表明了谦逊型领导能够促进员工进行建言

行为，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9-22]。与以往研

究不同的是，本研究的实证研究发现这种积极作用

是有条件的，对具有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员工在认知

过程中只会关注负面的结果和情绪状态，即使谦逊

型领导愿意倾听员工的建议和反馈，这种类型的员

工也不会进行建言行为。所以员工的反思性认知行

为会阻碍谦逊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正向作用。本研

究说明了，反思性认知行为对谦逊型领导的有效性

具有阻抗作用，这可以丰富谦逊型领导理论的研究。

第二，本研究从社会交换理论角度为谦逊型领

导影响建言行为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机制。本研究

发现，谦逊型领导可以激发员工的建设性变革义务

感进而提升建言行为。以往的研究表明，建设性变

革义务感是建言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34]，并

且社会交换理论也常常用于探索建言行为的前因变

量[28]。然而以往的研究却很少从这个角度说明谦逊

型领导影响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整合了这

些理论，并为谦逊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变革义务感

的塑造作用提供了数据支持。这一研究结果与前人

研究中强调感知义务在道德型领导影响建言行为中

的作用是一致的 [65]，却在谦逊型领导的研究中被忽

视了。

在建言行为的研究方面，本研究从认知过程角

度为组织中存在的沉默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方

向。由于建言行为的挑战性特征 [34]，以往的研究认

为员工出于自我保护动机或者维持和谐避免冲突的

目的，即使对组织的发展有一定的建议和想法，也会

保持沉默[54-55]。本研究发现，在员工的认知过程倾向

于反思性认知行为的情况下，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对

建言行为的积极作用不显著。这说明，那些反复思

考与负面事件相关的想法和情绪的员工，即使具有

帮助组织实现目标的责任和义务感，也不会进行建

言行为。因此，本研究有助于了解为什么感知工作

责任感高的员工也不愿意向领导提供有价值建议的

原因。

最后，本研究拓展了关于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影

响的研究，并将其拓展到了组织行为领域。本研究

说明了员工的反思性认知行为可以阻碍员工利用

建言履行建设组织的义务感。以往关于反思性认

知行为的研究一般应用于心理学中反思性认知行

为对个体情绪调节的影响[50-51]。本研究将反思性认

知行为应用于重视员工认知过程的建言行为领域，

拓展了反思性认知行为这一构念的法理网络（no-

mological network）。

4.2 实践意义

本研究有助于帮助领导合理利用谦逊行为激发

员工的建言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能够客观地看待自

己、欣赏他人和开门纳谏的领导能够让员工产生建

设组织的义务和责任感，从而表现出建言行为。所

以，为了提升整个组织的运营效率，领导在实践生活

中应尽可能地表现出谦逊的态度，激发员工提出合

理建议的意愿。虽然谦逊型领导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这是有条件的，对具有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员工，领

导的谦逊并不能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建言行为。由于

具有反思性认知行为的员工过度地关注建言行为给

他们带来的负面结果，即使想到了有益于组织的建

议也会保持沉默。对此，领导在保持谦逊的同时，也

要对员工进行认知培训，让员工更关注此时此刻的

想法，减少其对以往负面事件的关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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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本研究虽然对谦逊型领导和建言行为的相关研

究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在研究设计上还

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的

研究设计，这不利于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

的研究应该采用纵断面或者实验研究的方式对本研

究的假设进行更好地验证。其次，共同方法偏差可

能会夸大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自评和他评

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可以帮助控制共同方法偏差

带来的影响，例如：员工的建言行为是由上司评定

的，谦逊型领导、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和反思性认知行

为是由员工提供的。此外，由于共同方法偏差只会

缩小交互效应的影响 [67]，所以共同方法偏差只能增

加本研究中反思性认知行为的调节作用。

再次，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中国的企业组织，这

可能会使本研究的结果不具有普适性。在中国权力

距离差距较大的文化背景中，领导的行为对员工的

影响会更显著 [68]，这使得领导的谦逊行为对员工的

建言行为影响更大。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元素中强

调和谐和注重面子的特点也会让员工在进行建言选

择时考虑更多的因素 [69]，也就是建言的负面影响对

员工来说会更大，这使得反思性认知行为的作用更

显著。总而言之，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可能是研究

结果成立的前提，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其他文化背景

下重复检验本研究中的假设。

第四，本研究检验了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在谦逊

型领导和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谦逊型领

导可能还可以从其他路径影响建言行为。在以往的

研究中，谦逊型领导可以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和心理

安全等路径影响建言行为[19-20]，说明二者的关系可以

从多个视角进行解释。这些路径之间是否是独立存

在的，抑或是有交叉影响，本研究并没有进行探索。

未来的研究可以整合这些研究视角，为谦逊型领导

影响建言行为提供一个更全面的理论视角。

最后，本研究所构建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可能也可以拓展到其他类型的领导行为研究中。

举例来说，本研究认为谦逊型领导尊重员工贡献的

特性，会让员工产生建设性变革义务感，从而促进

建言行为。由于仁慈型的领导能够关心下属的工

作和生活，提升员工的组织支持感 [70]，这与谦逊型

领导具有相同的作用，所以建设性变革义务感也可

以在仁慈型领导和建言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结合反思性认知行为在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和建言

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也可以提出反思性认知行为

能够调节建设性变革义务感在仁慈型领导和建言

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此外，开放性领导行为与谦

逊型领导类似都具有愿意征求下属意见的特点 [11]，

这可能也会帮助营造安全的建言氛围，提升员工的

建言意愿。然而建言意愿是否能够转化为建言行

为，可能还是会受到反思性认知行为认知过程的调

节作用。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将本研究的

模型拓展到其他类型的领导行为研究中，以检验本

研究理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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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Humble Leadership on Voice Behavior: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CHEN Long, LIU Baowei, ZHANG Li, CHEN Yanh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ion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humble leadership on voice behavior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research at-

tentions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umination and explored the boundary con-

dition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humble leadership on voice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rocess.

Combining with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is study adopted felt obligation for constructive change as mediation

variable and proposed a second-phas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in terms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humble leadership and voice behavior. Through investigating 237 employee-supervisor matched

data, this study examined proposed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ble leader-

ship and voice behavior was positive. However,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was moderated by rumination. Specifical-

l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humble leadership on voice behavior was not significant for employees who have the

cognitive style of rumination. Felt obligation for constructive change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ble

leadership and voice behavior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was weakened with the increase of rumination. Finally,

the implications for humble leadership and voice behavior literature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humble leadership; voice behavior; rumination; felt obligation for constructive change; cognitive pro-

ces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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